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民族戏剧（戏曲）研究与前期相比，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这其中，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的情况又不尽相同。鉴于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在整个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中的重要性，本文在依循历史的脉络描述20世纪后半叶的戏剧研究时，将以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主要陈述对象，简略述及九十年代的情况。 
　　                       五十年代的转折和繁荣 
　　1949年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之前，1949年7月2日至19日，有650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这显示了新中国的领袖们对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建立必要的领导机构的高度重视。1949年以后最初的几年里，新中国所必需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等各种“知识分子”，除少数来自延安，大多数则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他们多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1957年前的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的忠诚是可以得到的，他们是“专”家，也可以变“红”。所以，各种“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前期受到相当的重视和礼遇。 
　　五十年代中国民族戏剧的研究队伍，其中坚力量是由民国进入新中国的一大批中年学者，如黄芝冈（1895－1971）、任半塘（1897－1991）、孙楷第（1898－1989）、郑振铎（1898－1958）、钱南扬（1899－1987）、周贻白（1900－1977）、冯沅君（1900－1974）、王芷章（1900－1982）、阿英（1900－1977）、谭正璧（1901－1991）、赵景深（1902－1985）、严敦易（1905－1962）、王季思（1906－1996）、隋树森（1906－1989）、傅惜华（1907－1970）、庄一拂（1907－2001）、董每戡（1908－1980）、杜颖陶（1908－1963）、张庚（1911－2003）等。这些学者此时大多年富力强，处于其个人学术研究的鼎盛期。年轻一辈的学者如徐扶明（1921－1995）、戴不凡（1922－1980）、徐朔方（1923－）、陆萼庭（1925－2003）、胡忌（1931－）等也加入到戏曲研究的队伍中，并且崭露头角。 
　　由当时研究阵容之齐整，我们不难也可以理解，在五十年代初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中，戏曲研究很快便能呈现出热闹繁荣的景象。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春天已经到来，党在文学领域里的方针应该是“让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的方针是“让百家争鸣”。这一年的6月份，中国戏剧家协会邀集各地专家、文艺团体代表及报刊记者一百六十余人在北京举办了为期近一个月的规模空前的《琵琶记》讨论会。文艺界、戏剧界的郭沫若、田汉、冰心、李健吾、黄芝冈、光未然、许之乔、浦江清、李长之、李希凡、冬尼、赵景深、钱南扬、董每戡、徐朔方、陈多、曲六乙、傅璇琮、程毅中、刘世德等都参加了这场大讨论，《戏剧报》、《剧本》、《光明日报》等报刊也纷纷发表讨论性文章。《琵琶记》大讨论在当时无疑有活跃学术风气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戏剧界，也包括整个文艺界。1956年的《琵琶记》大讨论也标志着五十年代戏曲研究繁盛期的来临。此后，1957年汤显祖逝世340周年纪念活动、1957年围绕戏剧起源与形成问题的论争、1958年关汉卿纪念活动等，也都直接促成了五十年代戏曲研究热闹景象的形成，这是同时期的诗文、小说等其他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难以相比的。1956年前后，一大批戏曲文献得到搜集、整理，相当数量的学术专著得以出版印行。 
　　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五十年代戏曲研究最值得称述的一个方面。这首先表现在近代地方戏传统剧目的挖掘、搜集和整理。建国初期，由于传统戏曲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普通民众文化娱乐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但它同时又是从“旧社会”来的，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合于新政府的要求和希望。所以共和国成立后，“戏改”工作很快成为新政府文化艺术工作中最为迫切和最为重要的任务。1949年11月3日，共和国刚刚成立，文化部即成立了以田汉为局长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主要任务是负责进行对戏曲剧目和演出的调查研究，组织力量整理、改编戏曲剧目等，各地也相应陆续成立其下属机构。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当时一方面肩负着领导“戏改”工作的重任，同时也承担着理论研究、组织演出等任务。张庚、傅惜华、杜颖陶、陶君起、王芷章、阿甲等著名专家学者均在研究院任职。此后，华东戏曲研究院、西北戏曲研究院、西南戏曲研究院等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由文化厅、文化局直接领导的戏曲研究所也相继成立。为解决全国数万戏曲艺人就业和亿万群众文化娱乐这个迫切的社会问题，在新编剧未能大量生产的情况下，整理、改编各种地方戏的传统剧目成为“戏改”的工作重点。1956年6月1日至15日，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必须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力进行各剧种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和改编工作，必须尊重传统和依靠艺人。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成立了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事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和改编工作。 
　　五十年代前期的“戏改”工作人员，怀着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在对各种地方戏历史源流的考证和传统剧目的调查、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在当时也得到了戏曲艺人的热情配合。1953年冬，山东省文化局曾委派纪根垠等研究人员赴山东郓城调查柳子戏。三十年后，当他在《柳子戏简史?引言》中忆及此事时，这样写道： 
　　我们和演员同住在铺着干草的地铺上，和观众并肩坐在露天戏院中檩条排成的座位上，听着悠扬的笛声，观赏演员们认真的演出。尽管他们收入菲薄，全部行头、炊具，连同年逾古稀的王福润老师傅，只用一辆太平车就足以完成全部运输任务，但是他们不叫苦，不灰心，演职员们（包括年过半百的主要演员、团长张春雷）都是步行赶到台口，坚持昼夜三场演出。这种为了保存和发展柳子戏的执著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丰富多彩的柳子戏，强烈地吸引和鼓励着我们进一步去深入探索和研究。［1］ 
　　纪根垠等研究人员和柳子戏艺人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在当时实际上很具有普遍性，所以传统剧目的搜集、整理和改编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取得显著成绩。据1957年全国第二次剧目工作会议统计，当时全国已挖掘传统剧目51867个，其中有文字记录的14632个，经初步整理的4223个，上演的10520个。［2］在传统剧目的搜集、整理方面，四川、河北、福建等省成绩尤为突出，仅福建一省，截止1962年上半年，全省34个剧种共有剧目17109出（其中莆仙戏5619），已掌握到的剧本5326出。［3］为促进地方戏剧目的交流，扩大上演剧目，并为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大批传统剧目也得到整理出版。如由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京剧丛刊》共50集，收集流行较广的京剧传统剧目160种。［4］华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处编《华东地方戏曲介绍》（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华东戏曲研究院编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6月至9月陆续出版的《华东戏曲剧种介绍》（1－5集）等。据五十年代末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剧种三百三十个，剧团两千个。规模宏大的《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从1958年起先后出版北京、上海、湖北、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江西、山西、内蒙和东北三省等卷，共包括121个地方剧种的368个剧目，722万字，至1963年停止出版。各种地方戏传统剧目的挖掘、搜集和整理出版，为近代地方戏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这是过去单纯依靠研究者个人的力量所无法做到的。 
　　在地方戏传统剧目的挖掘、搜集和整理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其他方面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在政府支持下有长足进步。最令人感奋的是郑振铎先生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郑振铎先生自三十年代起即致力于戏曲文献的抢救、搜集，抗日战争期间为避免包括戏曲文献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献、文物流散到国外，郑振铎先生做了许多令人景仰的工作。建国后，郑振铎先生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亦在他的主持下宣告成立，自1954年开始陆续将公私所藏各种戏曲的珍本、善本、抄本及稀见刻本影印出版。按照郑振铎先生最初的设想拟印出一千种以上戏曲剧本，至1958年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前，《古本戏曲丛刊》已出至第四辑，可惜这一工作因为各种变故的发生，至今仍未能实现郑振铎先生的夙愿。除《古本戏曲丛刊》外，其他重要戏曲文献亦得到影印或排印出版，《元曲选》和《六十种曲》1955年经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后，1958年中华书局又予重新排印。1955年、1957年中华书局两次重印了解放前汪协如校订的《缀白裘》，中国戏剧出版社则在1957年、1958年先后影印过《孤本元明杂剧》、《元明杂剧》、《盛明杂剧》、《杂剧三集》等杂剧集。王古鲁编《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傅惜华编《水浒戏曲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等相继出版。此外，关汉卿、李开先、汤显祖等著名戏曲家的戏曲作品以及《西厢记》、《浣纱记》、《鸣凤记》、《精忠记》等著名传奇亦在此期得到整理出版。戏曲研究资料方面，在解放前出版的《新曲苑》的基础之上，由傅惜华、杜颖陶主持的收录各类戏曲论著48种的《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集成》1959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王利器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五十年代出版的学术专著大多为偏重文献、考据的“历史研究”，其代表可推上杂出版社相继出版的“中国戏曲理论丛书”，包括傅惜华《曲艺论丛》（1953）、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1953）、叶德均《宋元明清讲唱文学》（1953）、孙楷第《傀儡戏考原》（1953）、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1953）、孙楷第《元曲家考略》（1953）、阿英《雷峰塔传奇叙录》（1953）、任二北《敦煌曲初探》（1954）等七种。五十年代中后期，较为重要的则有傅惜华编著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中的《元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7）、《明代杂剧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明代传奇全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5］ 
　　此外，较为重要的论著又有董每戡《说剧》（上海：文光书局，1950）、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上海：中华书局，1952）、谭正璧《元曲六大家略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徐调孚《现存元人杂剧书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赵景深《元人杂剧钩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傅惜华《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胡忌《宋金杂剧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北婴（即杜颖陶）《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严敦易《元剧斟疑》（上海：中华书局，1960）等。 
　　从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看，五十年代政府的参与和导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解放后政府对戏曲演出和戏曲研究的重视，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研究环境。1954年7月，欧阳予倩为所编《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撰写《序言》说： 
　　以前研究戏曲的几乎都只注重文字资料，很少关注演出，所以就不够全面。他们多半是关起门来翻书本，很少联系着各剧种的表演和音乐来进行研究；尤其难于结合演出，结合观众，获得比较准确的结论。以前我们只能就自己所熟悉的剧种来摸索，不可能同时看到许多不同的剧种拿来互相比较；以前研究戏曲史的都是由于个人兴趣单独进行，很少机会和朋友讨论，于是各行其是、各非所非，从来就不可能大家聚处一堂展开讨论，也很少能虚心向艺人们请教。由于以上的原因，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就停滞在抚摸古玩的阶段不能前进，浩瀚无涯的材料没有得到很好的、比较科学的整理。［6］ 
　　欧阳予倩以上所言，客观地指出了：（一）由政府牵头、组织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和各种研究机构为研究者相互间的学术交流和“向艺人们请教”提供了便利；（二）政府部门行政的和财力的支持使得大规模的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成为现实；而特别值得一提是，（三）建国后经常性的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汇演和观摹，为研究者“联系着各剧种的表演和音乐”、“结合演出，结合观众”进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相对民国时期王国维、吴梅等人的偏重案头“剧本”或“曲本”的研究自然是一种显著进步。 
　　从消极的一面看，主要是以过于功利实用的态度从事“古典”的研究，极端狭隘、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假如说民国时期绝大多数的研究集中于“历史研究”（主要是围绕作家或作品的历史事实的考证），五十年代的“文化批评研究”（主要作家或作品的思想性评判）则成为戏曲研究的主体部分。我们可以注意到，五十年代相当多的论文、论著都在尝试使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人民性”、“封建主义”、“现实主义”或“民主性”成为这些文著的关键词。由于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理解和左倾思想的愈演愈烈，许多研究都不免打上了太多的时代烙印，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其意义也非常有限。 
　　1957年秋，“百花齐放”运动已经演变为“反右运动”。此后，极“左”思潮势不可挡，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学术环境日益恶劣了。十年文革开始了，整个国家最终陷于混乱和瘫痪。 
　　                          八十年代的再度复兴 
　　十年文革给中国社会各方面制造了深重灾难，文化、教育受害尤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各方面逐渐走上正轨。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向大会致祝词，指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八十年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觉一切都已经有了新的开端。 
　　1977年以后，各地戏曲剧团相继恢复演出，传统剧目的演出日见丰富和活跃，“样板戏”的时代终于结束了。1984年4月，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首届（1983年度）中国戏剧梅花奖评选揭晓，昆剧演员张继青等获得殊荣。与演出的日渐活跃相呼应，戏曲研究的风气也愈加浓厚。 
　　八十年代戏剧研究风气的形成与政府部门的倡议和导向有密切关联。1979至1986年，文化部会同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等多家组织单位先后发起“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的编写，包括《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等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文艺集成志书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分卷编纂，总计约300卷、400册、5亿多字、3万多张图片。中央和各级政府对这一项目非常重视，财政部门下拨专款，用于抢救、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全国约有5万人先后参加了这一浩大的号称“文化长城”的工作。［7］参与十大集成编写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领导核心的文化系统。1980年7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战线》合编的研究专刊《戏曲研究》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8］各地戏曲研究机构主编的研究期刊也相继创刊或复刊，如安徽艺术研究所主办《艺谭》（1980）、山东艺术研究所主办的《戏剧丛刊》（1980）、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所主办的《川剧艺术》（1980年）、浙江艺术研究所主办的《艺术研究资料》（1982创刊，自1985年第10辑改称《艺术研究》）等，这些研究刊物在八十年代戏剧研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成了研究风气的形成。这样，以《中国戏曲志》（1983）、《中国戏曲音乐集成》（1985）大型研究项目的先后启动为契机，戏曲研究在文化系统渐次升温。 
　　八十年代初，高教系统的戏曲研究也呈现出令人乐观的气象。民国时即已成名的老学者许多仍然健在，如北京大学的孙楷第、扬州师范学院的任半塘、南京大学的钱南扬、复旦大学的赵景深、中山大学的王季思等，这些学者虽年逾古稀，但仍然坚持研究工作。八十年代初，这些学者还先后培养了一批戏曲史专业的研究生，后者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今日的中坚力量。1984年4月，以高校学者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戏曲学术讨论会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各地学者近二百人赴会，王季思、赵景深（后者因故未能与会）同被推为新成立的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这一年，任半塘先生所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词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戏曲研究丛刊《曲苑》,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则在赵门弟子的襄助下，创办了《戏曲论丛》。赵景深先生在《戏曲论丛》的《发刊词》中说：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其中古代戏曲研究领域中无论是戏曲史、声腔史、剧种史和戏曲理论的研究，还是戏曲文物、戏曲资料的发现，也都有了重要的进展。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术领域，显得尤为绚丽多彩。［9］ 
　　从各方面的情形来看，戏曲研究到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1984、1985年前后，终于再度出现热闹繁荣的局面，这种热闹繁荣的局面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转入低潮，中国戏剧研究迎来了继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之后的第三个研究高潮。 
　　八十年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成绩首先表现在“花部”戏剧、特别是近代地方戏的研究。“花部”戏剧的研究始于二三十年代的齐如山等人，但他们的研究多限于“京戏”。建国后，地方戏研究在政府的参与和导向下受到重视。五十年代“剧种”的概念提出后，许多“戏改”干部在老艺人的协助下对各种地方戏做了一些基础性的调查、研究工作，许多地方戏文献得到整理出版，欧阳予倩所编《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中所收论文代表了五十年代地方戏研究的最高水平。但从总体来看，五十年代的地方戏研究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各种调查、研究工作未及深入便被突如其来的各种“运动”中断了。八十年代，以《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篡为契机，“花部”戏剧研究在五十年代的基础之上取得更大成绩。最主要的自然是后来陆续出版的《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各省、市分卷。前者由三十卷组成，平均字数15－50万字，全书共3000余万字，1500多张图片，囊括剧种394个，剧目5318个，演出场所1832处，戏曲文物古迹730处，报刊专著1584种，戏曲人物4220人。［10］《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全书30卷，约5400万字，每卷约180万字，全套书共收入各历史时期的优秀唱段有20000余首，器乐曲和锣鼓经近10000支，折子戏200余出，珍贵历史照片2500余幅，开条介绍的各历史时期的演员、乐师、作曲、理论研究者4000余人，还配有大量综述、剧种音乐概述、唱段说明、人物介绍和图表照片，系统地介绍各民族各地方剧种音乐的产生、发展、衍变的历史和现状。《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二书对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巨大功绩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其编纂思想是建立在“声腔剧种”的理论框架之上的，这不能不在总体上影响到戏曲志和戏曲音乐集成的学术质量。[11]此外，由于参与编写的某些领导的好大喜功以及资金、人事等各方面的原因，编纂工作也存在调查工作不周、资料数据失实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八十年代后期以及九十年代的持续性编纂中显得更为突出。 
　　《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之外，因二书体例所限未能收入的研究成果或地区级、县市级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则有很多。已公开出版或内部印刷的，如山西省文化剧戏剧工作研究室编《山西地方戏曲汇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安徽省徽剧团、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徽剧资料汇编》（内部发行，1983）、山东省戏曲研究室编《山东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河南编辑室《豫剧源流考论》（内部发行，1984）、《中国戏曲志?天津卷》编辑部编《中国戏曲志天津卷资料汇编》（1－7辑，内部发行，1986）、《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南京分卷》编辑室编辑的《南京戏曲资料汇编》（1－5辑，内部发行，1987～1990）、湖南省戏曲研究所编《湖南地方剧种志》（一、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1989）等。为编写《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省、市分卷，编写者所做的大量的基础性调查和研究成果，应当说绝大多数都未能公开出版和印行，其中有许多至今仍以“原始”的调查报告、访谈录、录音、图片或资料汇编的形式存在，其历史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都不容轻视。这些苦心得来的原始资料，若不及时整理、出版或收藏，其永久性亡失的可能性很大！ 
　　因《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编写而同时印行的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剧种史丛书”和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戏曲音乐研究丛书”，在八十年代也引人瞩目。属于前者的有马龙文、毛达志《河北梆子简史》（1982）、胡沙《评剧简史》（1982）、杨明、顾峰《滇剧史》（1986）纪根垠《柳子戏简史》（1988）、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1989）等，剧种史从书目前已出版近50种。“戏曲音乐研究丛书”八十年代已出版王基笑《豫剧唱腔音乐概论》（1980）、刘吉典《京剧音乐概论》（1981）、张九、石生潮《湘剧高腔音乐研究》（1981）、广东省戏剧研究室编《粤剧唱腔音乐概论》（1984）、武俊达《昆曲唱腔研究》（1987）、时白林《黄梅戏音乐概论》（1989）等。 
　　1982年，张庚先生《河北梆子简史》所作《序》中深有感慨地说： 
　　我深深感到地方戏曲史的研究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甚至也非少数几个所能完成，而是需要动员全国戏曲研究力量共同来完成的。它需要经过全国性的调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然后才能谈得到动手写近代戏曲史。［12］ 
　　八十年代有关“花部”戏剧的研究存在很多缺憾，距离张庚先生的理想也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八十年代的学者，有许多身在艺术研究机构或剧团，与戏曲艺人往来密切，对戏里、戏外都比较熟悉，又因为《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写机遇，能走到一起，团结协作，所以他们在某些方面所达到的研究水准，可能是后世所难以企及的。 
　　八十年代另一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为南戏研究。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先生在文革期间，白天在“牛棚”参加改造，晚上在灯下捧出未被抄走的旧稿加以斟酌修改。[13]所以文革结束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和《戏文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三种著作很快即获出版。1959年至1962年，刘念兹南下到福建莆田、泉州、广东潮州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在当地同志的帮助下，获得梨园戏、莆仙戏的一手资料，完成《南戏新证》初稿。1986年，《南戏新证》经作者全面系统地修改后，正式由中华书局出版。钱南扬、刘念兹两先生的著作可以说将南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八十年代戏曲文献的新发现，也推进了国内的南戏研究。文革前出土发现的明嘉靖钞本《琵琶记》（1958）和明成化本《白兔记》（1967）、文革期间出土发现的明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1975），赵景深、刘念兹、陈历明等曾先后撰文加以介绍。八十年代，随着海内外学术交流渠道的日渐畅通，流失到海外的《风月锦囊》等重要戏曲文献渐被国内学者所知。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的《明代潮州戏文五种》除收入嘉靖钞本《琵琶记》、宣德抄本《刘希必金钗记》外，还将牛津大学所藏嘉靖刻本《荔镜记》、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所藏万历刻本《荔枝记》、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万历刻本《金花女》等三种也收入。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古本戏曲丛刊》第五辑时，特意将日本神田喜一郎所藏《断发记》传奇、香港大学罗忼烈所藏《凌云记》以及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环翠山房十五种曲》中有关李玉、朱素臣等清初名家的剧作收入。上述戏曲文献的发现和印行，无疑对八十年代的南戏研究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年轻一辈的南戏学者，如孙崇涛、俞为民、黄仕忠等利用上述文献，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研究论文。1984年12月，南戏学会筹委会成立。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87年5月，南戏学会正式在浙江温州宣告成立，这标志着国内南戏研究正值于研究的高潮。 
　　八十年代国家政治经济“对外开放”，学术界空气活跃，戏曲界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探讨方面也表现出“解放思想”和探求新理论、新方法的强烈愿望。1980年8月初，上海文艺出版社邀集了上海市部分戏剧、美学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就中国古典悲、喜剧问题进行讨论。此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1982）、《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1985）、《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1989）。三个“十大”出版和流行以后，“悲剧”、“喜剧”或“悲喜剧”成为某些研究者的研究课题，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1981年，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在湘西凤凰县召开了“湖南傩堂戏座谈会”。这是国内第一次傩戏研讨会，此后傩戏研究在国内渐次升温。1984年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与湖南省戏曲研究所在湖南祁阳县联合举办了目连戏学术讨论会，目连戏研究在此前后也开始成为热门课题。与“傩戏热”、“目连戏热”相呼应，“戏曲文物学”研究也渐成风气。1984年，山西师范大学成立戏曲文物研究所，两年后该所创办《中华戏曲》专刊（自1988年第五辑始与中国戏曲学会合办），成为国内戏曲文物研究的主要阵地。此后，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等戏曲文物研究方面的论著也相继出版。八十年代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的戏曲理论方面的著作，上海的学者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活跃，如齐森华《曲论探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夏写实《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叶长海《王骥德曲律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等。傩戏热、目连戏热、戏曲文物学的兴起以及专门的戏曲理论著作的出现，都反映着研究者们另辟研究新径的愿望。 
　　在八十年代相对活跃的学术氛围中，许多较为重要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如孙楷第《元曲家考略》（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钱南扬《汉上宧文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严敦易《元明清戏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戴不凡《戴不凡戏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戏曲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北京：中华书局，1987）等。 
　　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除与《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研究项目相关的文献整理成果之外，最重要的是王季思先生主持的《全元戏曲》。《全元戏曲》由中山大学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参与编写，自1986年始，至1991年基本完成编校。其他方面较为重要的还有：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任二北《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王钢《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李汉秋、袁有芬《关汉卿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吴书荫《曲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等。 
　　                       九十年代的困境和机遇 
　　五十年代的“左”倾思想和十年“文革”造成的演员断代、观众流失的严重后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已有显著反映。早在1982年，四川即喊出“振兴川剧”的口号，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振兴京剧”、“振兴昆剧”、“振兴秦腔”、“振兴晋剧”、“振兴汉剧”等口号也相继喊出。电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城乡更为普及，其他民众娱乐形式也更加多样，“戏曲危机”已变成赤裸裸的现实。戏剧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曾经居于最核心、也最重要的位置，如今则不能不退居边缘。以经济建设为头等大事，中央和各级政府对戏曲研究的关注和支持明显减少了，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环境已不能与八十年代初相比。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显然在由高潮渐入低潮。九十年代末日渐普及的互联网，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人，1980年以后出生后的年轻人与中国传统戏剧的已日渐遥远。戏剧（包括话剧）的边缘化现象显得更为突出，戏剧研究也面临着许多困境和艰难。 
　　从研究队伍来看，九十年代首先面临严重的断层现象，这一点在九十年代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五十年代参与“戏改”、八十年代参与《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编写的文化系统的研究人员已相继步入古稀之年或从研究岗位上告退，而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核心的各级艺术研究所或戏曲研究所的中青年研究人员还不能紧跟上他们的上一辈。在高教系统，八十年代初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研究队伍的学者成为九十年代戏曲研究的中坚力量。与前辈学者相比，这些学者大多对戏剧演出、剧场、声腔等方面较为生疏。由这一辈学者在九十年代培养的一批硕士、博士很快加入到研究队伍中，但后者对“活”的戏剧的隔膜更有甚于他们的师长。他们有幸在剧院观看的戏剧演出有许多是“大型制作”的赝品，或者只能独自坐在电脑前默默欣赏前辈名角的精彩表演。 
　　从研究风气看，八十年代初一呼百应、人心踊跃的景象不再，整个研究界显得冷冷清清。从各种学术会议召开的规模和频率来看，都远不能与八十年代相提并论。论文、论著的发表数量，也明显低于八十年代。在八十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各省市级艺术研究所或戏曲研究所一般至少拥有一种研究期刊，有的甚至多达两、三种，全国各地公开出版的戏剧类刊物不下30种。九十年代中后期，这些研究期刊因资金、人力等问题难以为继，相继停刊。艰难支撑的少数几种期刊，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主办的《戏曲研究》、江苏艺术研究所主办的《艺术百家》等，也不得不调整思路以图存继。 
　　从总体来看，九十年代的研究虽不及八十年代，但也先后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论著。如洛地《戏曲与浙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俞为民《宋元南戏考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共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997、1999）、洛地《词乐曲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陆萼庭《清代戏曲家丛考》（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周维培《曲谱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等。 
　　值得指出的，与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同，九十年代的台湾一直保持了八十年代旺盛的势头。台湾的戏曲研究始于郑骞（1906－1991）、俞大纲（1908－1977）、卢元骏（1911－1977）、汪经昌（1913－1985）、张敬（1918－1996）等老一辈学者。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渐畅通，在借鉴、吸收大陆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台湾地区的戏曲研究开始显现出繁荣的局面。王秋桂先生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六辑八十年代先后出版，嘉惠学林，受到两岸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以李殿魁（1933－）、曾永义（1941－）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戏曲专业的硕士、博士，如王安祈、林鹤宜、朱昆槐等，这些学者作为台湾戏曲研究的第三代，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戏曲研究虽然面临多方面的困境，但也隐藏着难得的机遇。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中三个研究阵容相对齐整、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历史阶段—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与戏剧演出的繁盛有密切关联。由于戏剧在整个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较为重要，也容易被倍受关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政府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引导正基因于此。但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研究，不可避免的有太多的功利色彩，甚至有“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有很多，五十年代的尤为惨痛。自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部门渐从学术研究中淡出，中国学术正在实现由“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的转换。所以对戏曲界的研究人员而言，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从容，可以冷静客观地展开他们对中国民族戏剧的研究，而不必以“保存国粹”或“古为今用”为最高目的。 
　　从研究队伍的构成看，九十年代高校系统的研究人员已取代文化系统成为戏曲研究的主体，高等学校九十年代陆续培养的“戏剧戏曲学”或“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相当数量的硕士、博士，开始成为研究队伍的新生代。他们一般都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知识结构较为合理，头脑中的条条框框较少，思想也较为活跃。在学术交流和资源利用方面，他们也有上一辈学者不可能拥有的优势。 
　　八十年代末开始蔓延在学术界的冷清和沉寂，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二十年或者更长。但从长远来看，古老的中国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应当有更多的机会反思、体认“民族文化”对一个民族的意义，也可以理解，只有“民族文化”才能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提供最根本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从而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戏剧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可能在那个时候将会重新获得国人的历史性确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挺得过这最艰难的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也许可以再迎来一段好日光。

　　注释：


　　［1］纪根垠《柳子戏简史?引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2］刘芝明《全国第二届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的总结》，1957年4月。 
　　［3］《福建挖掘、整理戏曲传统剧目有成绩》，《戏剧报》1962年第10期。 
　　［4］前32集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1953年至1955年陆续出版；32至50集改由京剧丛刊编辑委员会编辑，1958、1959年出版. 
　　［5］此书为中国戏曲研究院主编的《中国戏曲史资料丛刊》中的一种。全书原计划分为八编，至今实际出版4编，其中《清代杂剧全目》1961年完稿，但1981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出版。 
　　［6］欧阳予倩为《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序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7］以上据《中国教育报》的相关报道，2003年4月1日第5版。 
　　［8］自1982年第5辑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独立编辑，并改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9］赵景深《戏曲论丛?发刊词》，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以上据刘文峰《〈中国戏曲志〉的学术价值及对戏曲学科建设的意义》，《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 
　　［11］洛地《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的缺憾》对此有较多论述，洛文见《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2］张庚《序言》，马龙文、毛达志《河北梆子简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13]俞为民《深切悼念南扬师》，南京大学中文系编《钱南扬先生纪念集》，1989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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